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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一向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最发达的学科之一，但在明代却趋于衰落。然而从

明末开始，天文学又再度繁荣，而且在规模、程度等方面都远出历代之上。本文对17、18世

纪中国天文学三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及其原因作初步探讨。这些特点皆为前代所未有，相互之

间又有密切的联系。 

一、 天文学研究空前时髦  

天文历法之学在清代风靡一时。上至皇帝，下及布衣，凡知识阶层咸以言天文历法为

荣。当时天文学研究的时髦程度，远出于今天一般人所能想象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

的。这里只能先提供少数典型事例和一些统计资料。 

  康熙皇帝热心学习和研究天文学，素为中外学者所乐道，但经常随侍在侧的耶稣会士们

提供的细节更能使我们获得感性认识。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

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

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①。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

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

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②。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

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

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

③。 

  皇帝由供奉内廷的耶稣会士充任私人教师，使用西方仪器，学习天文学的条件当然很

好，民间布衣则是另一番光景。比如张雍敬，写过一部关于历法的著作《定历玉衡》，为了

和大天文学家梅文鼎切磋学问，“裹粮走千里”，到梅文鼎处相互辩论一年多，包括几百个

问题。最后大部分意见都一致了，“惟西人地圆如球之说则不合，与梅氏兄弟及汪乔年辈往

复辩难，不下三四万言”。④而刘湘奎（加个火字旁）则因慕梅文鼎之名，竟至变卖了家

产，不远千里从湖北跑到安徽，成为梅的弟子。后来因帮助梅文鼎完善了行星运动模型而受

到梅的赞赏。(④第506页) 

  达官贵人也热衷于谈天文历法。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当推曾国藩。他除了军事、政

治和外交等方面的活动为人所知，生前亦颇以学问名世，自己很以此自负。然而他晚年在给

儿子的信中却表示，自己“生平有三耻”，其第一耻竟是：“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

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⑤殷殷叮嘱，要儿子“尔若为克家之子，当

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难认尚易，……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

(⑤第12页)。不久又再写信督促，重申前意。(⑤第16页) 

  至于学者，更是谈天文历法成风。经学名家如江永、戴震、程瑶田、孙广森、凌廷堪、

阮元等，哲学方面如李光地、焦循等，史学家如钱大昕、赵翼等，皆有关于天文学的论述。

这大部分都已载人④及其续编中了，还有一部分下面将要述及。 

  如果担心上面这些例子或许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那么统计资料将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1772年清政府开馆纂修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十年而成。这是对自上古至当时现存著作的

一次总集结，共收入3503种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重要和有价值的。笔者利用《四库全书简

明目录》⑥对子部所收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作了统计，结果见表1。其中“1600--1770间著

作数”一栏将时限上推至1600年，是考虑了西方天文学输入所产生的影响，详见下文。横行



的分类基本上按照原书，只是将原属“天文算法”大类中的“推步”(天文学)和“算书”

(数学)两小类分别列出；第五行原属于“术数”大类，第六行原属“谱录”大类。关于地理

方面的著作，《四库全书》收入史部，因多为地方志及人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故不列入。用

今天的眼光来看《四库全书》对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设立显然很不完整，但表1已经强烈显示

出17、18世纪天文学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的著作占所收著作总数的74％，远高于任何其他

学科。顺便指出，数学是这一时期仅次于天文学的热门学科，这在表1中也准确地反映出来

了。如果担心四库馆臣对这一时期的天文学著作有偏好，那么这一偏好仍然说明了当时天文

学的时髦，因而并不影响表1在此处的价值。 

  表1  《四库全书》所收自然科学著作的统计  

1600--1770年间出现的天文学著作在历代天文学著作总数中占74％，远高于其他任何

学科。    

天文学研究何以会如此风靡一时，有几方面的原因。天文学在明代衰落颇甚，明末耶

稣会士输入西方天文学，主要因其推算天象远较中国传统天文学精确，使徐光启、李之藻等

中国学者大为心折。而自从明廷开设历局招集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1629)，就产生了

中法西法的优劣之争。这一争论跨越明清两朝，持续了好几十年，不仅刺激了许多学者从事

于天文学研究，连康熙皇帝也是为此才决心钻研天文学，以便使自己能够对争论双方作出判

断。此外还要注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规律也起着很大作用。康熙不仅躬自学习天

文学，还在各种场合讲论，显示自己的天文知识；他又对梅文鼎大加崇礼，这些举动客观上

都起了鼓励臣民研究天文学的作用。最后，《崇祯历书》(入清后经汤若望删定改名为《西

洋新法历书》)的刊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此书确实堪称西方古典天文学的百科全书，

它的刊行为一般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天文学的教材。清代许多学者都是从这部巨著中学习天

文学的。 

  

二、天文学研究的重心第一次转移到民间  

中国古代把天象观测和星占术称为“天文”，历朝都禁止民间私习，尽管不一定能执

行得很严格；属于历法的内容则称为“推步”，这在明以前并不禁止私习。人清之后，两者

的禁令都被取消。这里所说的“民间”是这样定义的：凡未担任钦天监等官方天文机构的工

作，又未参与过官方天文学活动的人，无论他做官与否，皆属民间。这是符合历代禁令中

“民间”一词之所指的，本文也使用上述定义。 

  中国古代，天文学向来主要是少数皇家天文官员的事业，民间虽也有所记载(如北齐张

子信可能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但重心却始终在官方天文机构中。民间的杰出之士，往

往被网罗到官方天文机构中去，从而变为官方学者(当然不排除有水平极高但深隐不出因而

不为世所知之士存在的可能性，但他既不为世所知，不发生作用，也就不会对当时天文学研

    著作数量  

  所属学科  

1600--1770
间著作数  历代著作总数  

1600--1770间著
作所占百分比  

农  学  3 10 30% 

医  学  11 97 11 

天文学  23 31 74 

数  学  11 25 44 

星占学、占卜术、算命等  4 50 8 

植物学、动物学、考古学等  8 55 15 



究的重心产生什么影响)。这一情况在清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清代声望最高、成就最大的天文学家竟然都是布衣，如王锡阐、梅文鼎、江永、

薛风祚等。钦天监中及曾参与过官方天文活动的中国天文学家，其成就能和上述诸大家比肩

的竟无一人。这在当时已有结论，比如清初有“南王北薛”之称，后来则可用阮元的说法为

代表：“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④第446页)站在现代天文学的高度来

看，上述结论今天仍能成立。 

  第二，民间天文学家人数在天文学家总数中所占比例空前提高。这从前述天文学研究风

行一时已可看出端倪，但为了获得定量认识，笔者作了另一项统计。《畴人传》初编完成于

1799年，和《四库全书》相仿，恰好成为18世纪末年又一部总结性资料集。对其中所收唐、

宋、元、明、清五朝天文学家的统计结果见表2。因为是探讨中国天文学家的情况，所以剔

除了书中所收的西人和与天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数学家。由表2不难看出，清代民间天文学

家所占比例之高(80％)远出前代之上。 

  

表2  《畴人传》初编所收天文学家统计 

清代民间天文学家所占比例之高迥出前代。    

王、梅诸大家基本上都是讲历法，即所谓“推步”，风靡士大夫阶层的“天文历算”

之学，其天文学部分主要也是推步之术。那么历代禁止民间私习的“天文”即与星占术有关

的学问在清代如何呢?民间也可以谈，而且可以就最敏感的军国大事来谈。这里剖析一个例

子。1678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进行，有陕西道监察御史成其范上奏“为星占之理可

凭，捷音之来伊迩，请敕令军士应期进剿，以奏荡平事”，大谈星占术。大意为当年火星逆

行，据公野正对应西南各地，故三藩之亡指日可待。“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进

退，但以星气之占验，其理如此。……如果臣言不谬，伏乞睿鉴施行。”⑦成其范当然有可

能是附会天象，投机邀宠，这里不必深论，关键在于他竟敢公然大谈占星术，而且上奏的结

果是“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⑦第185页)必须注意，康熙本人对星占之类是不

相信的。据张诚说：“皇帝陛下对于那种认为有吉日忌辰和幸运时刻的迷信说法十分轻视，

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认为那些迷信不仅是假的和无用的，而且对国家有害，特别是执政者

提倡迷信的话。”(②第199页)但尽管如此，康熙对成其范的上奏也只是姑妄听之而已，足

见当时的宽松气氛，星占术也不是只有钦天监官员才能谈。 

  天文学研究的重心之所以会转移到民间，除了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清朝开禁和康

熙提倡(如崇礼梅文鼎)等原因外，似乎还和一种历史趋势有关。从表2可见，民间天文学家

的比例从元代起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明代禁止私习最严，但到明末却出现了反抗。邢云路上

书清改历，朱载堉献新历，都是冲破禁令的表现。尽管“钦天监见云路疏，甚恶之”，但礼

部尚书范谦却说：“历为国家大事，士夫所当讲求，非历士之所得私。”8事实上范谦的主

张在明末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行。可惜要深论此事不免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三、与传统信念激烈冲突  

人数  

朝代  
民间天文学家人数  天文学家总数  

民间天文学家
所占之百分比  

唐  1 16 6％  
宋  2 28 7 
元  2 11 18 
明  14 37 38 
清  32 40 80 



西方天文学在明末输入中国，至清初取代了传统的天文学方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中西

优劣之争是很自然的。明未有冷守中，魏文魁等人，清初有杨光先，皆力言西法之非，中法

之胜。杨光先获罪(1669)可视为这一争论结束的标志。然而，另一个更大的争论在此之前已

经开始，并且成为清代天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争论。这就是天文学上“用夷变夏”的现实与

“用夏变夷”的传统信念之间的冲突。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颁行历法是一个王朝实施其统治的象征，是一件极神圣的事。中

国古代又一贯认为中国的文化比任何“外夷”都要高明，只有用中国的文明“教化”、改变

异族，即所谓“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相反。但清政府颁行《西洋新法历书》，任用耶稣会

士主持钦天监，而许多天文学家也纷纷采用“西法”，则形成了不折不扣的一种“用夷变

夏”局面。这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清初就出现了对上述局面直接表示不

满的言论：“历术之不明，遂使历官失其职而以殊方异域之人充之，中国何无人甚哉!”⑨

“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⑩明清之际中西优劣之争那样激烈，显然也不只

是出于天文学本身的原因。杨光先攻击西法谬误，在与南怀仁多次实测检验的较量中惨败

后，又转而宣称“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在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

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⑾杨光先尽管获罪去职，但“夷

夏”问题造成的理论困境也确实急需摆脱。 

  摆脱的方法居然颇为巧妙：论证“西学中源”说。这种学说的核心是：断言西方天文学

(和数学)是中国古代“周髀盖天之学”传入西方后发展起来的。此说经康熙和许多著名学者

大力提倡，影响所及，直至清末。此说用于天文学上“用夷变夏”的困境，其思路很明确：

既然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它之所以比中法先进，只是因中国“古法”失传而在西方反而得

到发展之故，那么现在使用西方天文学就不是“用夷变夏”，而成了“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

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⑧第3554页)这套说法虽然通过自我陶醉缓解了理论上的困

境，因而受到许多士大夫的热烈欢迎；但这毕竟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的，为有识之士所不

取。有一场不大为人注意的争论很值得在此加以考察。 

  清代经学大家江永(1681—1762)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写了一部专门阐述西方古典

天文学几何体系的著作《数学》。梅毂成(号循斋，梅文鼎之孙，是康熙赏识的学者，也是

“西学中源”说的功臣之一)读了书稿之后，书赠一联与江永：“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

思亚圣言”，意为江永研究欧洲天文学固已登堂人室，但希望不要忘记“用夏变夷”的古

训，还把孟子的招牌抬了出来。江永体会出“此循斋先生微意，恐永于历家知后来居上，而

志昔人之劳；又恐永主张西学太过，欲以中夏羲和之道为主也。”⑿这里的“后来居上”，

即“西学中源”说主张者心目中的西方天文学，而“昔人之劳”即所谓“中夏羲和之道”。

对于这种“微意”，江永断然表示：“至今日而此学昌明，如日中天、重关谁为辟?鸟道谁

为开?则远西诸家，其创始之劳，尤有不可忘者。”(⑿第3页)这一小段话言简意赅，实际上

系统地反驳了“西学中源”说，因而弥足珍贵：第一，江永否认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反而

强调了西方天文学家的“创始之劳”。第二，明确拒绝了梅毂成把西方天文学成就算到“昔

人之劳”帐上去的说法。第三，承认“远西诸家”能够创立比中国更好的天文学。这就否定

了那种认为中国文化高于其他任何民族的传统信念——提出“西学中源”说的最终目的正是

要维护这一信念。 

  这场争论不久又有更多的著名学者加入进来。江永的弟子戴震“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

不在宣城(指梅文鼎——笔者按)下”，(④第639页)钱大昕读了江永《数学》之后却不大以

为然，写一封长信致戴震，力贬江永，说是“向闻循斋总宪不喜江说，疑其有意抑之；今读

其书，乃知循斋能承家学，识见非江所及。”(④第641页)甚至责问戴震是否目“少习于江

而特为之延誉耶?”(同上)《数学》中确实有错误之处，但钱的不满主要是对江永力主西学



而发的。 

  虽然江永的开明观点在当时著名学者中并不完全孤立，比如赵翼谈到西方天文学优于

“中国旧法”时就说“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

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⒀，比永更加直截了当。但梅毂成、钱大昕等人的观点在

清代无疑是占统治地位的。这既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结局，更是清代天文学之大不幸。   

四、余论：“会通”的悲剧  

天文学研究是如此风靡一时，天文学家的队伍又是如此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西方天文

学在明末的大举输入又使得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天文学的水平与欧洲相当接近，康熙皇帝又是

如此热心于天文学，人们似乎有理由设想，清代天文学应该有辉煌成就了吧?实际情况却令

人大失所望。翻一下哥白尼以来大大小小的天文学成就清单，没有一项是清代中国人作出

的。而且，当欧洲进入天体力学和数学分析方法的时代，中国天文学仍长期停留在古典几何

体系阶段。望远镜虽在明末已经引入并能仿造了，却始终未成为重要的观测工具，更未像欧

洲那样竞相建造大型望远镜，进而发展起星系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到1911年清朝结束时，

中国天文学水平与西方的距离已经大得惊人了。 

  谈到中国近代天文学落后的问题，从外部找原因者甚多，但事实上内部原因更为重要。

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结合前面的论述，对一个尚未引起重视的方面略加探讨。 

  “会通中西”是清代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明末徐光启最先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

通”⒁，不论他心目中的“超胜”具体是怎样一种光景，至少总是“会通”的目的，他是希

望通过对中西天文学两方面的研究，赶上并超过西方的。以后王锡阐、梅文鼎都被以为是会

通中西的大家。他们确实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天文学都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们

在此基础上的“会通”，却在很大程度上误人歧途了。梅文鼎的“会通”，主要是论证“西

学中源”说，他是此说的集大成者。“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 ⒂

在当时一些人士心目中，梅文鼎最有名的就是这方面。王锡阐则断言：“夫新法之戾于旧法

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④第439页)他念念不忘的是“取西历

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⑩第4页)，即采纳一些西方天文学的成果和计算方法，却仍保持

传统天文学的基本模式。一部《晓庵新法》，正是他这种一厢情愿之想的具体实施。⒃ 

  应该承认，“会通”曾起过保存、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成果的作用，也有一些类似现代中

西比较研究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它的主旋律却成为论证“西学中源”。“西学中源”说本

身完全错误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它对清代天文学起了很坏的作用。它用虚幻的满足感代替

危机感，而徐光启当年“欲求超胜”的本意却被置于脑后了。薮内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

“作为清代代表性的历算家梅文鼎，以折衷中西学问为主旨，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洋天文学再

于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图。” ⒄ 

  这里顺便提一下席文先生前不久发表的观点。他认为17世纪“中国天文学家第一次开始

相信数学模型可以解释和预测各种天体现象。这些变化等于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革命”，这

场革命“不亚于哥白尼的保守革命，而比不上伽利略提出激进的假说的数学化”。⒅这个结

论是值得商榷的。它至少面临两大困难：首先是数学模型问题，姑不论中国传统的代数方法

也不失为一种数学模型，即使在西方几何模型引入之后，许多中国天文学家也只将其看成一

种计算手段。钱大昕的话最为明了：“本轮均轮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别创椭圆之

率。椭圆亦假象也。但使躔离交食，推算与测验相准，则言大小轮可，言椭圆亦可。”(④

第640)另一个困难更为严重：被广泛接受的“西学中源”说既已断言西方天文学是源出中

国，古已有之的，那就不存在新概念对旧概念的代替，因而也就谈不到概念革命了。 

  明清之际的西方天文学，毕竟只是作为一种技艺(主要用以制定历法)被引人中国传统封

建社会的，如果它的引入与社会传统发生了冲突，就只好由天文学理论作出让步，而不是相



反。正是这种当时仍然很强大的传统，把清代中国天文学家会通中西的辛勤努力引入了歧

途。如果抛开对“西学中源”说的论证，上述努力难道不可能产生一些天文学上的新成果

吗?当然，即使真的如此，也仍然谈不上天文学革命，但或许可以不致太落后于世界天文学

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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